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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
治家、文学家、改革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
家”。他患政事不勤勉、患学问不精到、患修身不清廉，其
变革图新、认真严谨、清正自律的风范值得称道。

王安石始终把“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作为
人生座右铭，意为不担心自身没有能力，而是担心自己
没有尽心竭力去做。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为改变北宋
积贫积弱的局面，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发起了涉及
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的
社会变革运动。他会同阁僚倾心尽力、担纲筹划，亲自
组织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
等新法，却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甚至宋神宗的祖母曹
太后和母亲高太后还向宋神宗哭诉，称“王安石乱天
下”，新法的推行因此遭遇重重阻碍。王安石宦途两起
两落，面对诸多挫折和攻击，他秉持“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勇气，顶住一切压力、排除
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虽变法最终失败，却抱憾
而不悔。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诗歌遒劲清新，词
作虽不多却风格高峻，这与他“患己之不勉”的行事准则
密不可分。他对赋诗作词颇为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绝
不轻易出章成句。相传苏轼有一次造访王安石，见其书

房桌上有一首王安石所作的《咏菊》，诗中有句：“西风昨
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不禁暗笑王安石连基
本的常识都不懂，桃花、杏花这类春花会被风吹落满地，
而菊花傲立深秋，花瓣只会枯干，并不会飘落。于是苏
轼提笔续上一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后来，苏轼被贬谪至黄州，在重阳节后的一日，见秋风过
后院中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铺金，这才恍然大悟，心生愧
疚。这一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王安石做学问功底扎实、
颇下苦功。王安石作《泊船瓜洲》时，第三句最初写作
“春风又到江南岸”，他觉得表意不佳，便改为“过”字，读
了几遍，又觉不妥，继而改为“入”字，随后再改为“满”
字，前后换了十多个字，最终才确定为“绿”字，成就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千古名句。他这种患文不精、字斟
句酌的治学精神，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当然，王安石之患还体现在注重防范物欲奢华对自
身的侵蚀和影响。他对金钱俸禄和馈送的礼物漠然视
之、不为所动。“王荆公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
尽，不问。”这句话说的是王安石为官之后，俸禄刚领回
家，便任凭兄弟几人取用殆尽，自己从不过问。沈括所
著的《梦溪笔谈》还记载了王安石拒收紫团山人参一
事。王安石得了哮喘病，需紫团山人参入药医治。恰巧
薛师政从河东还朝，便送了一些人参给王安石，却被他
婉拒。身边人劝王安石，人参并非特别名贵之物，只是
对医治哮喘颇有裨益，王安石依旧不为所动，直言：“平
时不曾吃紫团山人参，不也照样活到现在吗？”最终还是
没有收受人参。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衡量一位官员的人品官
德，还要看其离任之后的所作所为。王安石在任时不以

权谋私，离任后也严于律己。辞相搬出相府时，府中所有
的官府公物，他一概不带。他的夫人特别喜欢府里的一
张床，想按市价付钱买下，王安石也没有同意，因为他怕
将来会说不清楚。《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辞去宰相之
位后，骑驴返乡，有人劝他坐轿子，他却严肃地说：“自古
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作为一位在变法理政方面颇具争议的人物，王安石
严格自律的人格风范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陆九渊对
他的评价：“洁白之操，寒于冰霜。”黄庭坚虽然反对王安
石变法，并因此遭到贬谪，但对王安石的操守既欣赏又
敬佩，他曾评价说：“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近代的梁启超更是由
衷感叹：“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意思是说若要在夏、商、周三代之后的历史中寻
找一位近乎完美的人，那大概只有王安石
才配得上这个称号，这一评价也是对
王安石极高的历史赞誉。

为官须为民
中国古代官吏政绩观的涵养与塑造

王爱军

王安石之患
晓风

政绩观，是为官从政

的价值标尺，决定施政方向、举措

与成效，近关一方百姓福祉，远系朝代社

稷兴衰。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逐步形

成体系完备、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古代政绩观培育范

式，不仅孕育出大批清廉务实、勤政惠民的循吏良臣，更凝练出

以民为本、务实笃行、清正勤政的为政核心，为后世树立正确政

绩观、涵养官德政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

以道驭政
筑牢为官初心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历
代王朝塑造官吏政绩观的根本遵循与思想根基。后世儒者又
因时阐发、赓续义理，不断丰富政绩观的内涵与实践要求，使
儒家教化成为涵养官德、校准政向的源头活水，从思想本源上
回答了“为何为官、为谁施政”这一根本命题。

西汉大儒董仲舒融合先秦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提
出“天人感应”理论，将官吏的政绩与“天意”深度绑定，将抽象
的“天意”与具体的“民心向背”联系起来，以天道的权威强化
官吏“以民为本”的施政意识。其在《天人三策》中强调“天之
任德不任刑”，意思是说上天的法则是倚重德治、不倚重
刑罚，故而施政要以“仁”为核心，推行“薄赋敛，
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盐铁归
民”等策略，以实现厚民生的治国目
标。在此理论指导下，汉代将“仁
政”作为政绩考核核心，官吏能
否推行德治、教化乡邻、平理
狱讼、安抚流民，成为其升
迁贬谪、赏罚奖惩的关键
依据。由此，汉代涌现出
一大批践行仁政的良
吏。南阳太守召信臣，
修水利、劝农桑、禁奢靡，
让当地“民得其利，蓄积
有余”，百姓安居乐业，甚
至为其立祠纪念，尊为“召
父”；杜诗继任后延续仁政治
略，修治陂池、广拓水田，还发
明水排鼓风冶铁，百姓广受其益，
因感念其德，称之为“杜母”。“召父杜
母”便是“父母官”一词的由来，召信臣和
杜诗成为汉代仁政政绩观落地的鲜活例证。

宋代理学兴盛，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理论，为宋
代“重实际、重实效、重民生”政绩观的培育与形成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支撑。朱熹反对官吏空谈义理、不求实际、坐而论道的
浮薄之风，主张要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探究地方治理的实际
规律，以务实之举解民忧、纾民困、惠民生。他认为，政绩是
“脚踏实地”的实效，是“为民谋利”的实绩，官吏需“修身正心”
且“经世致用”。这一思想被深度融入官学教育与科举取士
中，科举考试不再单纯侧重诗赋辞章，而是更加注重经世致用
之学，该理念也成为宋代官员施政的核心理念。范仲淹知苏
州，亲察水情，定“修围、浚河、置闸”之策，根治水患、灌溉良
田，奠定“苏湖熟，天下足”之基；苏轼守杭州，疏浚西湖、修筑
苏堤，设安乐坊救贫济困、医治病患，事事直击民生痛点；朱熹
治南康、漳州，兴水利、赈灾荒、清吏治、减赋税，重修白鹿洞书
院，以治学辅治政、以义理化百姓。三人皆以实干纾民困、以
实绩惠民生，尽显为民尽责的为政本色。
儒家教化的核心，在于以道德理念引导官吏的价值追求，

以思想浸润筑牢官吏的为官初心，塑造官员修己立身、慈惠爱
民、忠君报国的价值取向。这种从思想源头开展的教化，让官
吏自入仕之初便确立“为官须为民”的为政理念，深刻认识到
政绩之本在于百姓的安乐与信服，而非个人的功名与官阶。
它既为古代官吏施政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思想红线，也为树立
正确政绩观筑牢了坚实的精神根基。

以箴明责
规范施政之举

官箴，是古代为官者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箴言，多由历任官
吏结合自身治政实践撰写而成，以简洁凝练、通俗易懂的文
字，阐释为官之道、施政之要、修身之则，涵盖治政各方面，是
历代王朝规范官吏行为、培育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中国
官箴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最初多为百官劝谏君王的
“官箴王阙”，后演变为帝王约束百官的“箴官”，并最终定格为
官吏自我规诫的“官吏自箴”。

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
清，曰慎，曰勤。”“清”为为官第一要义，非廉无以立身，非廉无
以成事，要求官吏洁身自好、坚守廉洁；“慎”要求官吏施政三
思而后行，谨言慎行、秉公断事，避免主观臆断酿成失误；“勤”
则要求官吏勤于政事、恪尽职守，以勤补拙，以勤成事，以实干
解民忧。自宋代以后，“清、慎、勤”被历朝奉为治官之要，或刻
于官衙墙壁之上，或载于官吏典籍之中，成为官吏入职教育的
必修内容。清代于成龙，便是践行“清、慎、勤”的典范。他无
论身为县令，还是位极人臣的总督，始终秉持“清、慎、勤”的准
则，清廉自守，布衣蔬食。任两江总督时，他“日食粗粝一盂，
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被百姓称为“于青菜”；
他审慎用权，宽严相济，断狱如神，既以雷霆手段打击匪患，又
以仁恕之心教化百姓；他勤于政事，日夜操劳，事必躬亲，每到
一地便与百姓同甘共苦——在罗城剿匪安民、劝农兴学，在黄
州平叛救灾、整顿吏治，在两江整肃官场、革除积弊，所到之处
百姓安居乐业。康熙皇帝誉其为“天下廉吏第一”。与于成龙
齐名的清代廉吏张伯行，历任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
抚、礼部尚书等职，恪守“清、慎、勤”之道，为杜绝接踵而来的
送礼者，亲书《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
民之脂膏。”其清廉自守、谨慎履职、勤勉奉公的作风，不仅成
为清代官吏的楷模，更是对“清、慎、勤”三字官箴的生动诠释。
南宋胡太初所著《昼帘绪论》，则聚焦地方州县官员的治理

实践，以“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根本宗旨，强调为官当以“便
民、省事、务实”为要，力戒虚浮扰民，为基层官吏的施政实践提
供了具体而细致的指导，是中国古代基层官箴教育的代表性著
作。胡太初认为，基层施政最忌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当以“便
民”为核心，摒弃“官本位”、树立“民本位”。所谓“便民”，即便
利百姓，简化政务流程、方便百姓办事、减少百姓负担，如断狱
要及时公正，征税要量力而行，兴役要择时而行；“省事”即精简
事务，摒弃无用的繁文缛节，减少对百姓的干扰；“务实”即务求
实效，无论是劝农桑、兴水利，还是平盗贼、办教育，都要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让百姓真正受益。“便民、省事、务实”成为南宋许

多地方官员的施政遵循。陈襄任浦城代理知县时，革新
诉讼旧弊，亲自坐堂断案，做到“事无留滞，民怨渐
消”。宁德县令李泽民审案从不拖延，民间小纠纷多
劝和调解，杜绝繁文缛节；征收赋税时亲自核账，依
各乡收成重定税额，歉收村落一概减免，避免衙役苛
扰百姓。陈襄与李泽民的施政之举，正是“便民、省
事、务实”官箴要求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儒家教化为官吏政绩观塑造了思想内

核、筑牢了精神根基，那么官箴教育则为官吏施政
行为划定了具体准则、明确了实践规范，使为官者知
所循、知所守、知所戒。官箴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将

抽象的政绩理念转化为可遵可行的行为标尺，将宏大的
治政理想转化为细致务实的履职要求。它立足从政实际、
紧扣民生疾苦、贴合治理现实，使正确政绩观不再流于空洞口
号，而是真正融入日常施政的细微之处、嵌入履职尽责的全过
程。这种培育范式，为官吏履职提供了清晰的行为导向，使其
时刻自省自律、严守为政底线，确保施政举措始终围绕百姓利
益、贴合治理实际，以实干实绩取信于民、造福一方。

以训立规
凝聚施政共识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帝王训诫拥有至高的政治
权威与极强的行为约束力，是引导官吏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
要抓手。历史上那些励精图治的君王，多以诏书、诰命明示天
下，或以廷对、面谕诫饬百官，明确施政导向、规范政绩标准、
传导治国理念，将帝王治政思想转化为官吏从政遵循，以帝王
的权威确保政绩观真正落到实处、见诸施行。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战乱，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

道理，将“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贞观初年，唐太
宗就严肃地对官员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
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九年，他又语重心
长地对侍臣们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
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在训诫群臣的同时，唐太宗制定了
“四善二十七最”的官员考核标准，将“户口增、仓廪实、百姓安、
刑狱清”等作为考核核心指标，要求各地官吏轻徭薄赋、与民休
息。这些深刻蕴含“民本”精神的训诫，成为唐代官吏施政的基
本遵循，深植于每一位为官者心中。在其引导下，唐代官吏普遍
树立起“民本”的政绩观，形成了清廉务实、为民造福的施政风
气，贤臣良吏辈出：魏徵以直言进谏著称，屡次劝阻唐太宗劳民
伤财之举；戴胄执掌司法，秉公执法、体恤民情，践行“法不阿贵，
绳不挠曲”的精神；薛大鼎任沧州刺史，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使
百姓安居乐业，与贾敦颐、郑德本并称“铛脚刺史”。唐代“贞观
之治”的出现，正是“民本型”政绩观落地的结果，彼时“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成为封建王朝治世的典范。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深知元末官吏贪腐怠政是王朝
灭亡的重要原因。推翻元朝后，他以务实兴邦、实干安民为治
国理念，经常训诫官吏：“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
贫则离”“凡事皆须务实，毋事虚文。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

饰为先”。明太祖亲自主导编纂《大诰》《臣戒录》等警示性文
献，将贪腐怠政、虚报政绩的官吏案例公之于众，颁行全国，以
严刑峻法震慑官场，强化“重典治吏”的政治秩序。他明确指
出，官吏能否修水利、劝农桑、平盗贼、安民生，能否让百姓吃
饱穿暖、安居乐业，是检验其政绩的唯一标准。明太祖还建立
了空前严苛的监察与考核体系，设立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形
成“科道”并立的双轨监察格局，对各级官吏实施全方位、常态
化的监督；同时推行“考满”与“考察”制度，以政绩实效为标准
考核官员，对勤政实干者予以擢升，对贪腐怠政、虚报政绩者
施以重罚。在其训诫与约束下，“务实”成为明代官吏的从政
底线。陶安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安抚流民、劝课农桑，让江
西在战乱之后迅速恢复安定；方克勤任济宁知府，轻徭薄赋、
兴修水利、重视教化，使当地“民皆安业，户口增倍，仓廪丰
实”。明代“洪武之治”的形成，正是“务实型”政绩观推动的结
果，为明代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根基。

帝王训诫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最高权威确立政绩观的核心
标准，以制度约束推动政绩观的落地践行，快速凝聚官吏的施政
共识。从唐太宗的民本训诫到明太祖的务实要求，历代明君的
训诫都紧扣时代需求，立足王朝治理实际，将王朝的治国理念与
百姓的利益诉求深度结合，让官吏明确施政的方向与目标，明晰
政绩的根本与要义。这种以权威为支撑、以制度为保障的培育
方式，能够快速将政绩观的核心要求传递到各级官吏，形成强大
的引导力和约束力，确保政绩观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

以吏为师
引领施政新风

中国古代政绩观养成，历来重视选树循吏典范。通过彰
扬其清廉务实、勤政爱民的实绩，倡导以民为本、实干兴邦的
为政导向，使为官者知所趋赴、行有标杆，进而发挥以典型正
风气、以榜样引吏治的示范引领作用。
汉代黄霸被称为“循吏之冠”，其“教化先行、不尚苛察”的

政绩实践，为后世官吏树立了为民施政、以德治政的标杆。黄
霸出身低微，深知百姓疾苦，任颍川太守时，面对当地民风剽
悍、社会混乱的局面，未用严刑峻法，而是将教化百姓、安定民
生作为施政的核心。他整顿吏治、设立乡学、表彰善行，以教
化培育淳朴民风；处理争讼情理结合，耐心调解，对轻微过失
以劝诫为主；同时关注民生细节，亲自制定劝农桑、兴水利的
举措，过问百姓日常生计。数年之间，颍川实现“田者让畔，道
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
化，兴于行谊”的大治局面，汉宣帝下诏称其“可谓贤人君子
矣”，并誉其“治为天下第一”。在黄霸的示范下，汉代涌现出
大批循吏，推动了仁政政绩观的全面践行，让汉代关注民生的
施政理念深入人心，也影响了后世无数官吏。

明代官员况钟任苏州知府十三年，他刚正廉洁、孜孜爱民、
严惩贪腐、简化政务、审理积案，让苏州“囹圄空虚，百姓安业”，
被百姓尊称为“况青天”，离任后数万百姓上书请其回任。明代
海瑞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他一生秉持“民为本、公为先、法
不阿贵”的为官信念，不畏权贵、坚守原则，始终将百姓利益放
在首位，是明代务实政绩观的典范。他任淳安知县时，严格按
照规定接待，拒绝权贵的无理要求，甚至敢于顶撞当朝首辅严
嵩的党羽鄢懋卿，让权贵们不敢再随意骚扰淳安百姓；任应天
巡抚时，不惧豪强，推行“一条鞭法”，清查并归还被侵占的百姓
土地，治理吴淞江、白茆河，消弭水患。海瑞的施政，立足实际、
务实为民，他不搞花架子、不谋个人私利，始终清廉自守，布衣
蔬食，甚至死后家无余财，仅有几件破旧的衣物和几卷书籍，其
清贫的境况让前来吊唁的官吏百姓无不落泪。在况钟、海瑞等
循吏的示范引领下，明代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务实为民、刚正不
阿的官吏，如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劝农桑、兴教育、废苛政，深
受百姓爱戴；袁宏道任吴县知县时，简化政务、体恤民情，被百
姓称为“袁贤令”。他们以海瑞等人为榜样，坚守初心、务实履
职、为民造福，推动了明代务实政绩观的进一步强化。
循吏示范的价值，在于以鲜活的实践诠释正确的政绩观，以

真实的事迹传递为民的施政理念，让官吏学有榜样、行有标杆、
赶有目标。历代王朝通过宣扬循吏事迹、表彰循吏功绩、为循吏
立祠纪念等方式，让循吏的榜样力量深入人心，让正确的政绩观
成为历代官吏的追求与信仰。这种以榜样为引领、以实践为示
范的培育方式，让政绩观变得生动具体、可感可学，具有极强的
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古代政绩观培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